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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红高粱》小说、电影剧本、电影台本为例，探讨翻译符号学视阈下的文
本再生现象，运用皮尔士的符号三元观，从叙事形式和叙事内容两方面比读和分析《红高粱》小
说、电影剧本及电影台本三个文本，对三者的符指关系和符号转换过程加以研究，得出文本再生
是符号与所指意义在政治、文化多重翻译语境下的译者阐释，符号的生长受到符号本体内部因素
和外部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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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符号学与翻译的联姻多年来受到学界的关注。格雷 ( Gorlée) 于 1990年首次提出“翻译

符号学”这一术语 (贾洪伟 2016a: 95)，并致力于以皮尔士 ( Peirce) 的符号三元观探讨翻译过
程中的符号转换问题。爱沙尼亚共和国符号学家特洛普 ( Torop) ( 2000: 71－100，2008: 253－257)
从宏观学科角度探讨了翻译符号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研究框架。国内学界亦不乏学者专攻
深研，以图完善翻译符号学的学科内涵，但研究聚焦不同语言间的翻译居多，关涉同一语言

内翻译的符号转换问题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较为少见。本文以翻译符号学为研究视角，通过
对《红高粱》小说、电影剧本及电影台本三个文本的比读与分析，对三者的符指关系和符
号转换过程加以研究，以此阐释影响符号转换过程的符号本体内部和外部因素。

1． 翻译符号学理论的发展
美国符号学家皮尔士根据符号三要素 ( 符号、对象、解释项) 的相互关系建立了符号

的三合一分类方法 ( 王铭玉 2004: 1)。皮尔士符号分类学中有象似符号、指示符号和象征符
号三个核心类别，以及一级符号、二级符号和三级符号的符号三元范畴。
雅可布森 ( Ｒoman Jakobson) ( 1959: 233) 受皮尔士符号三元观的启发，将翻译分为语内

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三类。格雷根据皮尔士符号观指出 “翻译是一个符号过程，为
了给符号常新的生命，符号过程是而且必须是永无止境的、目标确定的持续过程” ( Gorlée
1994: 61)。她将翻译符号学的理论和方法推进至言语符号转换以外的文本题材，如歌剧中的
唱词与配乐的跨符码翻译 ( Gorlée 1997: 235－270) 等。特洛普则指出翻译符号学应使符号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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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联姻变得合法化。( Torop 2008: 253－257)

国内符号学与翻译的联姻发轫于 1988 年，《中国翻译》1988 年第 1 期刊发 4 篇有关符
号学翻译的文章①，拉开了探讨符号学翻译的帷幕。2015 年 3 月末，笔者在中国知网上以
“符号学翻译”为检索词，共搜索出 224条相关记录，其中理论研究集中在符号学理论与翻
译理论的嫁接，建构翻译符号学跨学科理论的研究鲜见，应用研究主要运用符号学理论分析

文学和非文学文本的翻译，关涉语际转换的研究居多，探究语内转换的研究匮乏。
2． 翻译符号学与《红高粱》小说转换为电影的相关研究
翻译符号学是符号学门类下的一个分支领域，专门用来探讨翻译发生过程中的符号转换

现象及相关问题，( 王铭玉 2015: 21) 为探究小说文本的符号生长过程提供了有力的解释。翻
译即是符指过程，其本质是符号的阐释与转换过程，小说作为原文本，经编剧、导演分别转
换为剧本、台本，均属于翻译行为。

2. 1 小说转换为电影的相关研究
格雷分析了歌剧文本再生的符际翻译 ( Gorlée 2010: 54－67) ，但对歌剧文本转换为原语唱

词的语内翻译未予以关注。特洛普从全译的视角研究从小说到电影的文本动态转换 ( Torop
2000: 71－100) ，但未涉及从小说到剧本的语内符号转换。
国内关于小说转换为电影的研究内容包括小说与电影的叙事视角分析、互文性和语图关

系流变等，而聚焦小说与剧本的研究多探讨小说转换为剧本的电影符号学手段、审美转换和
文化因素等。作为小说转换为电影全过程的初始阶段，小说—剧本—台本之间的符指关系和
符码转换过程极具研究价值。但因翻译符号学的跨学科本质，国内外翻译界使用符号学分析
范式的学者不多，这方面研究还不尽如人意。

2. 2 《红高粱》小说与电影的相关研究
《红高粱》是莫言 1986年发表的小说，曾引起国内文坛的轰动，小说经时任福建电影
制片厂厂长陈剑雨、《人民文学》小说编辑室编辑朱伟和莫言三位编剧合作改编为剧本 ( 秦
赞 1994: 547－594)，而后经导演张艺谋 ( 1988: 125－153) 改编成台本并拍摄为同名电影，于

1988年荣获了柏林电影节金熊奖。1988 至 2015 年关于 《红高粱》小说与电影的研究内容
涵盖小说与电影的叙事对比、符号美学价值和改编观念及影响因素等。但从翻译符号学角度
探讨《红高粱》小说、剧本和台本语言符号之间转换关系的研究寥寥无几。

3． 翻译符号学视阈下《红高粱》小说的文本再生
翻译须经历一级符号的直觉情绪域，通过二级符号的现实世界域，最终走向三级符号的

思维域。( 格雷 2015: 106) 一级符号、二级符号、三级符号之间的相互转换是文本再生中意
义指称不断进化的结果。一级符号是译者对原文本的最初印象和感知，属于翻译的解码初始
阶段; 二级符号是译者解码和编码活动中的文本意义与现实世界之间对应关系的建构阶段;

三级符号通过思维呈现文本意义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必然对应关系的整合阶段，用以创生全新

的符号文本。( 贾洪伟 2016b: 96) 翻译始于符号文本，经译者对符号文本颠覆和重组的阐释

过程即为原文本符号生长的过程。小说转换为剧本、台本时，其叙事形式和内容均发生了符
号上的转换，在符号生长的过程中符号意义发生变异和增减。

3. 1 叙事形式上的符号转换
《红高粱》剧本和台本是以小说 《红高粱》为骨干，辅以小说 《高粱酒》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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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而成。小说采用假定的空间，以错综的时间顺序形成叙述; 剧本采用假定的时间，以空
间的调度形成叙述，而台本采用镜头的转换，以场景的变换形成叙述。
小说锁定在一场为期一天的打击日本侵略者的伏击战，中间穿插了十几段时间跨度极大

的逆时叙述，将错综的回忆情节和现时的战斗结合在一起。
剧本编剧将小说作为一级符号的多维、不连续、时间性的叙事形式解码，以指示性二级

符号为基础重新编码为直线、连续、空间性叙事的退化的象征性三级符号范畴②，即具有同
样信息的符号生命形式，一部以小说为基础的元创作③。小说中战争为一条结构线索，人物
相继出场，剧本则由余占鳌和九儿二人的爱情冲突引出外部事件，抗日变成了故事结尾，插

叙、倒叙均已消失，空间的移位得到凸显。编剧阐释与重写了小说的叙事形式，建构小说文
本形式与电影符号世界的联系，系退化的象征性三级符号。
台本由 554个镜头构成，导演利用不同的摄影技巧实现镜头转换，所有的场景和画面都

由画外音串联起来。台本采用同剧本类似的单一、直线的叙事形式，但对场景的叙述皆为镜
头服务，剧本的文学性被削弱，但与电影符号生命形式的联系更为紧密。叙事形式的所指意
义指向电影符号世界，为下一步的音响、视觉符号的转换奠定了基础，属于指示性的二级符
号。但台本同剧本类似，将小说中战争与爱情一主一辅的线索，转变为单线索的顺时叙事结
构，台本因此就演变为剧本的象似性一级符号和指示性二级符号。
从整体而言，剧本是小说的一级衍生产品，台本是小说的二级衍生产品，是小说与剧本

的合成产品，若单以小说为参照物，台本是小说退化的象征性三级符号。在符号文本的转换
过程中，符号的组织结构发生变异，从小说到剧本变化显著，从剧本到台本变化很少，小说

叙事形式的所指意义因编剧和导演的阐释，在剧本和台本中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增减。剧本增
加了空间的转换，台本则突出了场景的转换，这属于符号的增补。而剧本和台本将小说错综
的时间叙事简化为单一时间叙事，将小说中两条叙事线索提炼为一条叙事线索，属于符号的

减删。小说从一级符号范畴 ( 直觉情绪域) 经过编剧和导演作为译者的二级符号范畴行为
( 现实世界域) ，抵至退化的三级符号范畴 ( 思维域) 。

3. 2 叙事内容上的符号转换
3. 2. 1 主要人物的符号转换
首先，小说中九儿戴凤莲是一位有名有姓且具有叛逆性格的 “风流女性”，剧本中她只

保留了小名九儿，被净化为一位纯情女子，与余占鳌做起了恩爱夫妻，与罗汉的私情被洗得

一干二净。小说中“九儿”这一符号能指和所指的复合物进入剧本后，产生的所指意义发
生了减删。小说中九儿形象饱满，性格多元，而编剧只撷取了小说中人物所指意义中的一点
即敢爱敢恨，剧本和小说中的九儿存在相似之处，但人物性格更加鲜明，更利于电影观众在

有限时间内理解该人物，剧本中的 “九儿”融合了象似性一级符号和指示性二级符号。台
本中导演认可编剧所阐释的 “九儿”的所指意义，实为剧本的象似性一级符号。
其次，小说中的余占鳌系土匪司令，杀了单家父子，率领武装土匪袭击日军。剧本中的

余占鳌系轿把式，文中暗示他杀了单扁郎，率领村民袭击日军。台本中的余占鳌则无名无姓
仍系轿把式，只在画外音中描述了他可能杀了李大头。剧本中的余占鳌脱去土匪的外衣，变
成了普通的轿把式，小说明示他杀害单家父子，剧本暗示他杀害单扁郎一人，人物的精神内

核虽与小说中所塑造的相差无几，但 “余占鳌”这一符号的意义产生了减删，融合了象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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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一级符号和指示性二级符号。台本中的余占鳌身份未变，但关于他杀害李大头由暗示演变
为闪烁其词，所指意义进一步产生减删，融合了象似性一级符号和指示性二级符号，经导演

的阐释，这一人物得到进一步的净化、正直化，显得野性不足而质朴有余。
再次，小说中的罗汉只是素朴的农民，用铁锹铲伤骡蹄马腿无数; 剧本中的罗汉仍为农

民，率义军偷袭日军; 台本中的罗汉是共产党人，受指派收编各路地方武装。罗汉经编剧、
导演的重重阐释，身份从普通农民转变为率义军的农民直至共产党人。剧本中的 “罗汉”
融合了象似性一级符号和指示性二级符号。台本中的罗汉是唯一有名有姓的人物，并被赋予
了共产党员的光荣身份，其所指意义获得延伸，由此演变为象征性三级符号，可使电影观众

在潜意识中加深对其共产党员身份的印象，从而引发共鸣。
3. 2. 2 主要事件的符号转换
1) 颠轿。小说第五章，莫言夹叙夹议地描述了轿夫抬轿时的 “踩街”，又用千余字叙

述颠轿的过程，但没有描摹轿夫的颠轿方法。
剧本编剧省去了对 “踩街”的议论部分，对颠轿过程的描写使得人物的画面感突出，

但没有直接描述轿夫颠轿的动作，通过描写轿内一些具象化的物件反映轿子内部的状态。编
剧将小说的文本意义与电影符号世界中的元素联系起来，“颠轿”在剧本中就转换为融合了
象似性一级符号和指示性二级符号。
台本共使用 40个全景、近景和特写镜头，浓墨重彩地描述了整个颠轿的过程，导演创

造性地阐释了颠轿的动作，描述有画面，有声音。对于颠轿的描摹以及将目的文化内容或习
俗重写入目的符号文本，源自译者的抽象思维和智识活动，属于三级符号行为。导演还创作
了《颠轿曲》的歌词，内容豪迈粗野，充满民俗意味。译者将剧本中 “颠轿”符号能指与
所指之间固定的可能意义的逻辑关系阐释为全新的意义潜势，“颠轿”在台本中就演变为全
新的符号，即象征性三级符号。
小说中“颠轿”的原始意义是展现九儿和轿夫心理情绪上的反差，经第一次符号转换

后，其文本意义落在九儿与余占鳌之间由互不相干到惺惺相惜的情感变化上，再经第二次符

号转换，因译者的综合推理和创造性阐释，台本中的 “颠轿”的文本意义指向三级符号范
畴，变化为渲染民族风格和精神气质。

2) 野合。小说中莫言在第八章以富于浪漫主义韵味的语言，叙述了 “奶奶和爷爷在生
机勃勃的高粱地里相亲相爱”的情景。描写夹叙夹议，将二人的动作、神态、心理刻画得
淋漓尽致。
剧本中描写多过议论，编剧将余占鳌用脚踩断的数十棵高粱的尸体隐喻为圣台，野合在

圣台上进行，烘托了野合的神圣性和仪式性，这源自译者的二级符号行为。编剧还将 《高
粱酒》中第二章中九儿从娘家返回婆家路上响起的 《妹妹曲》移植到了野合之后，增加了
九儿与余占鳌情感上的互动，突出二人对世俗爱情的挑战，“野合”这一符号在小说符号生
命形式的基础上产生增补，系融合了象似性一级符号和指示性二级符号。
台本通过连续四次重复“狂舞的高粱 ( 叠化) ”展示九儿和余占鳌追求爱情、自由的生

命活力，延续了编剧对“野合”这一符号事件的解读，台本中的“野合”即为剧本的象似性
一级符号。但导演调整了剧本中《妹妹曲》的歌词，使其更贴近情节发展，更适合民间吟唱，
体现了译者将台本文本形式与现实生活建构起来的二级本土习俗文化指称符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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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野合之前“九儿”“余占鳌”是单一路径的人物符号，野合之后二人成为单双路
径交叠的人物符号，符号事件被推至高潮。“野合”的原始意义在当时中国人性觉醒的时代
背景下，指向人性和思想的解放，经编剧和导演的阐释，其所指意义变得神圣化、仪式化。

3) 祭酒神。《高粱酒》小说第八章，莫言描述了制作高粱酒的情景，烘托出制酒的庄
严与神圣，以及余占鳌骨子里的野性。
剧本对高粱酒的制作过程的描述与小说相似，基于此，“祭酒神”这一符号延续了小说

中的符号生命形式，系象似性一级符号，但编剧使用三级符号行为创造性地增加了祭酒神这一

仪式性的场景，“祭酒神”便不只具有单一的符号特征，兼有一级符号与三级符号的特征。
台本增加了《敬酒歌》的歌词以及酒坊伙计的歌唱情景，使敬酒仪式声画结合。《敬酒

歌》是导演张艺谋及其团队按照戏文的格律和韵脚创造和增添的，考虑歌词形、音、义等
的关系与关联创设《敬酒歌》，属于思维域的符号，即象征性三级符号。小说没有呈现祭酒
神的仪式，剧本创造了这一仪式，属于符号生长的第一阶段，台本又增添了 《敬酒歌》，属
于符号生长的第二阶段。
由于编剧的二级符号行为和导演的三级符号行为，小说中 “颠轿”的原始意义逐步发

生改变并得到升华。剧本创造 “祭酒神”这一符号，意在通过对酒神的膜拜烘托世俗秩序
的错乱，台本进一步扩充其文本意义，旨在凸显民族气质和生命的酣畅。另外，“罗汉”在
小说中的原始意义仅为农民，经过两次符号转换，其文本意义逐渐演变为率义军的农民直至

共产党员。以上两个符号事件和一个人物符号涉及三级符号的指称和转换。符号事件 “野
合”和人物符号“九儿”“余占鳌”转换前后的文本意义存在象似性，没有上升到逻辑整合
的三级符号行为。符号转换过程中信息虽发生了移植，但台本在叙事内容上仍为小说和剧本
的合成衍生产品，并未完全脱离小说与剧本的符号生命形式，实为一级符号、二级符号和三
级符号组合的文本。

4． 影响小说、电影剧本及电影台本符号转换的因素
4. 1 符号本体内部因素
小说、剧本、台本虽为同一语言的文字符号，但属于三种不同的体裁，符号本体的指

称、意义呈现和文本组织皆不尽相同。
小说大胆的叙事形式源于作者的理性创造，频繁的时间切换增加了文本意义生成的可能

性。错综的叙事线索和丰富的人物形象，使小说与读者之间产生阅读障碍，营造出一种反传
统式的审美快感。小说的意义呈现有赖于作者的创作意图，之后经读者的符号意义阐释，可
能会建构出全新的文本意义，这些意义整合在一起即构成一个三级符号文本。由于小说的篇
幅相对于电影限制少，文本组织可采用时空交错的多线索叙事结构，运用描写、叙述和议论
的语言，表现主题内蕴。
而剧本符号本体所指意义需与电影符号的现实意义建立联系，故事的呈现需要空间化。

编剧运用起承转合的结构模式，重组小说情节以符合读者欣赏故事的习惯。剧本往往不会采
用实验性的多线索叙事形式，而是简化小说的叙事脉络，既方便导演将剧本呈现在电影荧幕

上，又利于观众在有限时间内理解故事的脉络和主题。剧本的文本组织结构紧凑，符号事件
突出，语言更凝练，描写和叙述多于议论。
导演经由符号意义阐释，创作出更适于转换为电影符号的台本，其符号本体的指称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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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符号的各个因素。故事的意义呈现需要场景化，突出镜头的转换以及人物和物件的具象
化。对故事的描写需声色并茂，方能在台本中体现影像的真实性。文本组织以镜头的转换为
前提，语言简练、描写性强，叙事的单线索结构更为突出，结构轮廓和主题特征更为明朗。

4. 2 符号本体外部因素
符号的转换还受符号本体外部因素的影响: 文本的接受对象、译者的个人因素以及社会

主流意识形态、影片审查制度和赞助人因素等。
小说的接受对象是小说读者，剧本的接受对象是导演，台本的接受对象是导演、演员及

其他工作人员。不同的文本接受对象影响了译者作为阐释者的符号转换行为和作为符号主体
的作者、译者和读者的互动行为。小说因接受对象是拥有精英话语的知识分子，符号本体的
叙事形式可新奇独特，主题可广大深厚，内容亦可复杂多变。而剧本的接受对象是导演，文
本中电影的特征需前景化，以满足导演的认知水平和审美期待。台本多为电影拍摄服务，其
创作需使参与电影拍摄的各个角色明确人物及事件的呈现方式。台本虽脱胎于剧本或间接脱
胎于小说，其文本的呈现可能是不同的符号形式。
在符号的阐释过程中，译者需要挖掘原文的文本意义，并确定译文的所指意义，译者的

本能、经历、审美会影响其对文本符号的解读，比如导演创造的颠轿场景就是结合了其本人
的生活经历，《颠轿曲》歌词的创作与他长期在民间采风紧密相关。而对九儿、余占鳌纯净
化的塑造，首先受制于译者的审美观点，导演解释为 “从我个人的审美理想和艺术气质来
讲，更喜欢比较纯洁的女性形象”( 罗雪莹 1994: 162)。其次，译者的意识形态也会影响文本
符号的转换和再生。导演解释将九儿纯洁化是因中国女人长期受封建思想的束缚，思想不够
开放，如果把九儿写得过于野性，人物就显得不真实。同时，剧本与台本着意渲染颠轿、祭
酒神场景来展现中国的民族气质和风格，与译者意识形态中的民族意识密切相关。
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影片审查制度和赞助人因素，也会影响译者在符号阐释过程中的选

择。对电影抗日内容的处理，导演就受制于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小说最吸引我兴趣的，
是抗战之前的那部分内容，但在目前的中国，如果不加上抗日的政治内容，光拍前半段，就

会有人责难: ‘这电影有什么教育作用?’”( 罗雪莹 1994: 165)。影片审查制度和赞助人因素
也是一种隐性的制约因素，导演曾指出 《颠轿曲》歌词本可以写得更粗鄙一些，但考虑到
影片审查就没有那么写。而罗汉的身份演变为有政治觉悟的共产党员，也与上述因素有关。

5． 结论
本文在翻译符号学视阈下，以《红高粱》小说、剧本及台本三个符号文本之间的转换为

个案，运用皮尔士的符号三元观，探讨语内翻译中小说的文本再生现象，得出三方面结论:

第一，剧本与台本是以小说为原文，在同一语言系统内转换而成，三者在叙事形式和叙

事内容上相似性大于相异性，台本系小说和电影剧本的合成产品，属于一级符号、二级符号
和三级符号组合而成的文本，符号的所指意义，由于译者的阐释虽有变异和增减，但仍难逃

离小说和剧本的信息生态链。第二，小说的叙事形式与内容在剧本和台本中发生了不同程度
的变异与增减。剧本的叙事形式增添了人物在空间上的转换，台本则增加了人物在场景中的
画面感，这属于符号的增补。而剧本和台本将小说错综的时间叙事简化为单一时间叙事，将
小说中两条叙事线索提炼为一条叙事线索，这属于符号的减删，剧本和台本在叙事形式上系

退化的三级符号文本。另外，在叙事内容上，“颠轿”和“祭酒神”两个符号事件以及 “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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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这一人物符号的转换涉及到三级符号范畴。剧本和台本中 “野合”这一符号事件的文
本意义相较小说存在象似性，仍停留在二级符号范畴内。“九儿”与“余占鳌”在剧本和台
本中均获得了提纯和净化，属于符号的减删，亦未抵至三级符号范畴。第三，文本再生受到
符号本体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对语内翻译中小说文本符号生长的解读，须参酌语言文化知
识、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主流审美等层面，同时须考量作者、译者和读者之间的主体间性。

* 感谢王铭玉教授、贾洪伟副教授在本文成文及修改过程中给予的帮助和修改意见，感谢匿名审稿专
家提供的宝贵意见。

注释:

①《略论符号学的翻译观》( 罗进德 1988)、《文化差异和语义的非对应》( 柯平 1988)、《符号结构 文化差异
语际翻译》( 张亚非 1988)、《从符号学角度看翻译等值的限度》( 郑伟波 1988)。

② 格雷 ( 2015: 89) 认为符指间性创生原文的二次、派生创作，称之为语码间性翻译或媒介间元创作。
③ 皮尔士谈及真正符号和退化符号，一个退化的二级符号享有一级符号的特征，三级符号可二度退化，一
度退化的三级符号含有二级符号的特征，二度退化享有一级符号的特征。( Gorlée 1990: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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